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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德型领导的下行效应受组织情境和个人认知两方面因素的制约。根据社会交换理论，考察社

会阻抑氛围通过员工−领导道德基础的差异性对道德型领导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的阻抑作

用。通过 262 份领导与员工配对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道德型领导与员工组织

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与领导−成员社会交换之间

的关系；组织的社会阻抑氛围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与领导−成员社会交换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员工−领

导道德基础差异性的中介作用阻抑道德型领导的下行影响。研究证实，组织社会阻抑氛围会扩大领导

和员工之间的道德基础差异程度，进而阻抑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影响，道德基础差

异性的调节作用能够为道德型领导下行效应的阻抑机制提供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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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 世纪以来，中央电视台(CCTV)推出的系

列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

响。众多社会组织都尝试通过树立本组织道德

模范的方式来推进其道德建设。组织领导者因

在组织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被员工

寄予厚望——能德行垂范。然而，从具体的实

践来看，组织领导者的道德水平并不一定对员

工产生影响。那么，为什么领导者的“上行”

并不一定会引起员工的“下效”呢？这涉及道

德型领导的作用机制。随着道德型领导概念的

提出[1]，越来越多的研究致力于揭示道德型领

导的作用机制[2]，但是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有 

研究证实，道德型领导会激发员工的各种道德

行为，抑制其不道德的行为[3]；也有研究发现，

领导承诺并不能一直发挥着诱导员工为公共

利益牺牲私人利益的功能[4]，领导者拥有的良

好品质也未必会引发员工对组织产生积极举

措[5]。由此可见，道德型领导的下行影响不是

一个自然而充分的过程，存在着涓滴效应[6]。

不一致的研究结论促使学界更加关注那些影

响道德型领导有效性的相关因素，特别是在

Brown 和 Trevino[7]呼吁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道

德型领导的理论机制和边界条件以来，探讨道

德型领导下行效应的调节机制成了学者们一

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收稿日期：2022−06−23；修回日期：2022−10−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上梁正下梁就正吗?—— 领导者道德影响力下行效应的阻抑机制研究”(71972183)；湖南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情境下新权力的概念结构、双刃剑效应及其机制”(2022JJ30770) 
作者简介：赵书松，男，河南开封人，管理学博士，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组织行为学与人

力资源管理、行为公共管理学，联系邮箱：zhaoshusong306@163.com；王韵茹，女，广东湛江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张永军，男，河南信阳人，管理学博士，河南大学商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 



政治与社会研究          赵书松，王韵茹，张永军：社会阻抑氛围何以阻抑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159

 

 

既有研究主要从个体认知和组织情境两方

面剖析道德型领导下行过程的调节机制。基于个

体认知视角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自我提升动机[8]、

道德意识[9]、组织公平感[10]等主观因素的调节作

用。基于组织情境视角的研究，探讨了组织管理

幅度[11]、工作自主权[12]、工作伦理氛围
[13]

等客观

因素的调节作用。尽管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的影响

受组织情境和个人认知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缺乏对主客观因素

的整合性分析。因此，本研究基于个体认知与组

织情境双重视角，聚焦社会阻抑氛围和员工−领

导的道德基础差异性的调节机理，来揭示道德型

领导下行效应的阻抑机制。 

已有研究表明，员工个人的价值观及其对领

导者的看法是领导者影响力有效发挥的重要因

素[14]，领导者与员工价值观的契合程度越高，领

导者对员工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具体到领

导对员工的道德影响过程来看，双方道德价值观

存在的差异性可能是道德型领导下行影响的重

要约束条件。道德基础理论提供的一个道德概念

框架，可以用于描述和衡量不同个人、群体和文

化之间的道德价值认知差异。该理论根据人类道

德情感的相关特征区分出关怀、公平、忠诚、圣

洁、权威和自由等六项道德基础[15−17]，不仅能够

为个体道德判断提供直觉或情感基础，还能提供

推理过程[18]。道德基础理论认为，因为个体对每

项道德基础的认可程度不同，所以在道德判断过

程中也会赋予其不同的顺序[19]。道德基础差异性

反映了不同主体在道德基础观念上的冲突程度[20]，

体现了双方在何为道德这一问题上的认知差异。

一般而言，拥有的道德基础项差别越大，员工与

领导间就会存在越多不同的道德偏好，道德型领

导者的行为就越难被员工认同，其对员工的下行

影响也就越难。例如，对团队忠诚度较高的员工

可能更倾向于将忠诚度较弱的领导者(如随意解

雇团队成员的领导者)视为“不道德”[21]，员工难

以接受与认可这类领导者的行为[20]，这必将影响

员工对领导者的道德追随。 

在组织情境方面，道德型领导以奖惩方式阐

明道德期望，通过强调组织文化规范和制度的方

式，在组织中推行普遍一致的道德品质[22]，推动

组织内形成特定的社会规则。当这种社会规则被

违背时，领导和员工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可能被破

坏。作为一种破坏规则的行为，员工之间的社会

阻抑会抑制道德领导作用的有效发挥[23]。社会阻

抑氛围是一种反映个体间相互拆台、相互羁绊、

相互排斥等不良行为的消极群体氛围。这种氛围

不仅构成员工道德决策和道德学习的不良社会

环境，而且是制约员工与领导互动的重要微观心

理环境。社会阻抑氛围下的员工只关心自己的利

益，其道德价值观可能只剩下公平，关怀、忠诚、

圣洁、权威甚至自由等价值都变得不再重要，只

看重自己与他人对比的结果。此时，员工与领导

处于不同的道德立场，双方存在的道德基础差异

性会导致道德型领导更难以对员工产生道德影

响力。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围绕“道德型领导

何以不能充分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这一核心

命题，从组织情境和个体认知两个角度出发重点

分析和检验社会阻抑氛围与员工−领导的道德基

础差异性在道德型领导下行过程中的联合阻抑

效应，揭示道德型领导何以不能充分下行影响员

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内在机理。 

 

二、理论与假设 
 

(一) 道德型领导、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与员

工组织公民行为 

道德型领导是指领导者“在个人行为和人际

关系中展示适当的规范行为，并通过双向沟通、

强化和决策向追随者推广这种行为”[1]。道德型

领导不仅需要对外展示其诚实可信、正直利他等

道德特征[24]，以维持其“道德人”形象，更重要

的是履行道德管理者的义务，例如设定和阐明道

德标准与纪律、使用奖惩措施以确保道德标准与

道德原则的遵守和执行[25−26]。道德型领导会正向

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27]。支持此观点的研究基

于社会学习理论[28]，认为道德型领导凭借其角色

和职责中固有的合法权限，促使员工将其视为道

德榜样并加以效仿[29−30]。然而，“双向沟通”的

研究表明，员工从社会交流角度看待他们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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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之间的关系[26]。领导对员工的道德影响不

仅是一个榜样示范过程，还是一个“你来我往”

的社会交换过程。有学者指出，社会交往有助于

推动员工与道德型领导在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方面的交流，帮助双方建立亲密的领导−成员交

换关系[31]。根据社会交换理论[32]，社会交换关系

建立在相互信任、尊重、支持的基础上。具体而

言，道德型领导表现出的真诚可信、公正无私等

高尚品质与关怀下属、以身作则等行为，会使员

工对其产生尊敬与认同，从而促进领导与员工之

间信任感、义务感与互惠感的建立，双方形成高

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33]。双方所建立的互

惠模式又会激发员工产生报答领导的责任感与

义务感，激励他们以超越领导正式要求的方式互

动[34]。员工，以超越工作职责要求的亲社会性的

行为方式如组织公民行为，来积极主动满足领导

者的道德期望[35]。正如研究所证实的那样，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正相关[11,36]。

可见，道德型领导以其对员工的关爱和公正为交

换资源，而作为回报，员工也愿意满足领导的道

德要求从而表现出超出职责范围的组织公民行

为。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原则，道德型领导

正是凭借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员工的道德观念与行为。综上分析，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设： 

H1：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道德型领导与员

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 社会阻抑氛围的阻抑作用 

道德领导者通过制定社会规则来影响员工，

这意味当社会规则被领导者以外的因素(如员工

间的负向互动)破坏时，道德型领导的有效性可能

会被削弱[23]。社会阻抑是指员工之间长期形成

的、蓄意妨碍个体积极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

以及影响工作成功以及良好名誉的行为[37]。尽管

从理论上来讲，道德型领导会以惩罚方式抑制员

工间社会阻抑行为的发生，但是组织情境中存在

着许多领导者无法控制的因素，包括底线心态[38]

和道德推脱[39]。因此，即使在道德型领导的监督

下，员工间也会存在社会阻抑行为[40]。社会阻抑

不仅会导致个体产生组织偏差、人际偏差等不道

德行为[41]，还会对组织氛围产生影响[42]，引发群

体性的社会阻抑[39]，形成组织内部的社会阻抑氛

围，进而成为领导与员工互动过程的重要抑制因

素。基于消极偏好[43](negativity bias)的心理效应，

即个体对消极事物(如社会阻抑氛围)的重视程度

高于积极事物(如道德型领导的呼吁)，员工可能

会更加关注社会阻抑氛围而非道德型领导对自

身的影响。当感知到群体对社会阻抑行为的宽容

态度时，员工更有可能将社会阻抑行为理解为融

入群体的“入场券”，甚至把社会阻抑氛围作为

自身社会阻抑行为的“保护伞”。因此，身处社

会阻抑氛围之中，员工更有可能无视道德型领导

公正利他的道德要求，形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行为准则，在群体内共享底

线心智。底线心智是以捍卫底线结果为中心、忽

略竞争事项优先权的单维思维[38]，使得员工排他

性地关注那些被认为最重要的事件，最小化其他

事项[38]，在群体中形成一种只有对手输、自己才

能成功的共识。 

员工间相互拆台、相互羁绊、相互排斥的恶

性互动行为，将会妨碍员工与道德型领导者之间

以信任为基础的积极情感的建立。以利己主义为

行事准则的员工难以接纳坚持利他主义的领导

者的道德垂范，从而导致道德型领导的观念和行

为得不到员工的认同。差异化的道德立场会导致

双方无法形成高质量的社会交换关系，会抑制道

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正面影响。根

据社会交换理论，道德型领导的情感付出和道德

示范如果不能获取员工的信任和理解，就意味着

领导者的情感投资无法被员工视为可交换的资

源并激发员工的报答意识。因此，道德型领导难

以借助互惠模式与员工建立高质量的领导−成员

交换关系。换言之，感知到强烈社会阻抑氛围的

员工，会质疑道德型领导的真实性，会将领导者

的道德垂范视为“伪善”以证明自身行为的合理

性，甚至会不惜牺牲他人利益以换取自己利益的

最大化。此外，当员工与道德型领导处于不同的

道德立场时，甚至会出现两者在互动过程中出现

冲突的情形，这将进一步降低员工与道德型领导

进行情感交流的意愿，从而导致道德型领导与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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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建立高质量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难度进一步

加大。因此，社会阻抑氛围越强，道德型领导对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就越弱。综上分析，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社会阻抑氛围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对领

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道德型领导通过与员工

建立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方式激发员

工产生组织公民行为，社会阻抑氛围负向调节道

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结合这

两个路径，可以预测社会阻抑氛围会进一步调节

道德型领导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员工组织

公民行为的间接影响。具体地，当社会阻抑氛围

较淡时，道德型领导可能会对领导−成员交换关

系产生积极效应，从而借助双方高质量交换关系

激发员工产生组织公民行为。反之，当社会阻抑

氛围浓厚时，道德型领导更难以发展高质量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从而更难以凭借领导−成员交换

关系进一步激发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综上分

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社会阻抑氛围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通过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

效应。 

(三) 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的阻抑作用 

领导与员工通过相互交换行为来培养高质

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44]。从领导者角度看，

通过展示有价值的道德行为与员工建立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激励员工完成其预期的道德行   

为[45−46]。从员工角度看，领导者行为的道德化才

是高质量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建立的关键[20]。道

德化是指观察者赋予领导者行为道德相关性的

过程[47−48]，即道德型领导力的有效发挥不仅取决

于领导者的道德示范作用，在更大程度取决于员

工对领导者道德领导力的认可与接纳。道德基础

理论(MFT)对此提供了解读视角，该理论框架描

述了人类道德关注的范围并厘清了其变化的趋

势[15−16,21,48−49]。目前根据人类的道德情感特征可

识别出关怀、公平、忠诚、纯洁、权威和自由等 6

项道德基础[15−17]。每个人对每项道德基础都有不

同的理解和偏好，这为个体道德定义和道德判断

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解释和情感基础[18]。因为“任

何两个个体感知到的道德都可能存在差距”[50]，

所以员工有可能不赞同道德型领导者的一些道

德观念和行为，甚至会发现自己与领导者的道德

情感倾向存在较大偏差。道德基础差异性是指不

同主体之间在道德价值观上的冲突程度[20]。由此

可见，领导者对员工的关怀行为可能会被偏好道

德关怀的员工所道德化，但不会被一个不具有这

一意识的员工所接受。 

道德基础偏好会决定领导和员工对“何为道

德”基本问题的价值判断[15]，而员工−领导道德

基础差异性则会抑制道德型领导与员工的道德

互动。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大意味着员工

与道德型领导在道德领域的目标、决策、原则及

行动等方面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员工难以将领

导的行为道德化，双方在信息处理上难以趋于一

致，甚至可能处于对立状态，彼此之间的交流更

加困难[51]。这将最终阻碍员工对领导道德行为的

理解，员工难以与领导产生共鸣。员工−领导道

德基础差异性越大，领导者的道德行为要获得员

工认同和信任的程度也就会越低，领导者更加难

以通过情感交流激发员工承担起互惠义务并建

立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此外，领导与

员工的互相喜爱程度也是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关

系的重要前因变量。当道德型领导与员工的利益

追求和情感特征高度匹配时，双方更容易被彼此

吸引和喜爱，进而相互依附和承诺[52−53]。与领导

道德基础差异性小的员工，更有可能以积极态度

关注并回馈领导的道德示范。此类员工圈内人身

份感知也更为强烈，更容易与道德型领导形成心

理与情感上的联系，道德型领导可以借助与员工

亲切、个性化的关系来建立高质量的领导−成员

交换关系。由此可见，道德基础差异性会影响员

工对道德型领导者的道德化判断，从而调节道德

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综上分析，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负向调节道

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道德型领导会通过与员

工建立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来激发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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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公民行为，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会

调节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

结合这两个路径，可以预测员工−领导道德基础

差异性会进一步调节道德型领导通过领导−成员

交换关系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产生间接效应。

具体而言，当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大时，

道德型领导的道德关怀难以引起员工的情感共

鸣。领导越强调自身的道德立场，越可能会引发

员工的反感。激烈的道德冲突使得双方难以建立

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道德型领导也就

难以凭借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中介作用间接影

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反之，当员工−领导道

德基础差异性小时，员工更容易理解和认同道德

型领导的道德观念并迅速适应领导者的道德行

为[54]，进而与领导形成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

关系。综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负向调节道

德型领导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员工组织公

民行为的间接影响。 

(四) 社会阻抑氛围和道德基础差异性的联

合调节作用 

如上所述，社会阻抑氛围和道德基础差异性

都会调节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

响。本研究进一步认为，这两组调节效应之间存

在关联性，即社会阻抑氛围会首先影响员工与领

导者之间的道德基础差异性，进而调节道德型领

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根据道德基础

理论，组织文化深刻影响着员工道德基础的形成[20]。

组织氛围作为成员对于组织文化的主观感知，可

能会对组织内员工的道德基础产生影响。高强度

的社会阻抑氛围可能会影响员工的道德基础，拉

大员工与领导在道德立场上的差距，进而调节道

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具体而

言，社会阻抑氛围使得员工在多价值情境下采用

底线心智行事时，其唯一目的就是赢得底线。他

们会以一维、双输的思维无限地向底线接近，倾

向于将所有人都视为可能干扰底线成就的对手[55]。

这种对底线结果的唯一追求可能会以牺牲组织

内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56−57]。员工间共享的底线

心智可能会导致组织成员之间产生对抗关系，因

为当员工将重点放在可量化的目标结果上时，他

们往往会自动排除其他细微但同样重要的举措[58]。

而这些举措恰好与道德型领导的行为特质相背

而行。道德型领导作为一种利他导向的领导风格
[24]，其往往会期望员工能够表现出职责外的道德

行为。组织中社会阻抑氛围越强，领导和员工的

道德立场越可能出现较为强烈的冲突，领导与员

工的道德基础差异性就越大。 

根据人−组织道德匹配理论，个体道德定向

与组织道德气氛的一致性匹配会影响员工态度

和行为[59]，尤其是道德水平较高的人通常不愿意

在道德水平较低的组织工作。底线心智的扩散不

仅会拉低群体或者组织的道德水平，产生一种自

我定向的群体或组织道德气氛，还会引起员工−

组织道德匹配的逆向选择，即只有道德发展水平

低于群体或组织道德定向水平的员工才会选择

留在群体或组织之中，那些道德发展水平高于群

体或组织道德定向水平的员工则会选择离开。在

社会阻抑氛围的影响下，群体或组织内的个体朝

着非道德方向趋同，群体或组织内形成一种不道

德的社会规范，道德冷漠行为在群体或组织内被

视为是合理的。任何组织个体表现出违背这一群

体规范的道德行为时都可能被其他成员视为潜

在威胁而受到大家的诽谤和排挤。这进一步加大

了员工与道德型领导的道德基础差异性，进一步

阻碍道德型领导有效性的发挥。由此推断，组织

内社会阻抑氛围越强烈，员工与领导的道德基础

差异性就越大。我们整合这两个调节变量，提出

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模型进一步揭示社会阻抑氛

围何以能够抑制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

为的影响。根据该模型，社会阻抑氛围正是通过

扩大员工与领导者之间的道德基础差异性来抑

制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并

最终阻抑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作用

的发挥。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H6：社会阻抑氛围通过员工−领导道德基础

差异性的中介作用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对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构了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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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线下调研的形式选取来自广东、四

川、湖南等省份的 14 家单位的领导与员工进行配

对问卷填答。出于提升研究结论的适应性与可靠

性目的，问卷填写者所在组织涵盖民营企业、国

有企业、外资企业、政府事业单位等多种组织形

式。为了提高问卷填写的真实性与有效性，问卷

针对组织领导与员工采取两者错开匿名填答、完

成后即当场回收的方式，同时在问卷中设置反向

条目与矛盾条目以筛选问卷，以减少被试问卷填

写的潜在一致性。最终共发放了 298 份问卷，有

效配对问卷 262 份，问卷有效率为 88%，其中，

领导问卷 53 份，员工问卷 262 份。在调查样本

中，领导样本中男性占 81%、女性占 19%，可见

男性领导者偏多，已婚率为 85%；年龄方面，25

岁以下、26~30 岁、31~40 岁、41~50 岁和 51~60

岁分别占 4%、25%、17%、43%和 11%，可见中

年受访者居多；学历方面，高中以下、高中(中专)、

本科(大专)和硕士及以上分别占 4%、4%、91%

和 2%，可见高学历受访者居多；工龄方面，1~3

年、3~5 年和 5 年以上分别占 6%、13%和 81%，

可见工作状态相对稳定。员工样本显示，男女各

占 53%和 47%，已婚率为 71%；年龄方面，25

岁以下、26~30 岁、31~40 岁、41~50 岁、51~60 岁

和 60 岁以上分别占 21%、15%、41%、14%、6%

和 3%，可见受访者群体相对年轻；学历方面，

高中以下、高中(中专)、本科(大专)和硕士及以上

分别占 2%、4%、89%和 5%，可见高学历受访者

居多；工龄方面，1 年以下、1~3 年、3~5 年和 5

年以上分别占 7%、14%、7%和 72%，可见工作

状态较为稳定。 

(二) 变量与测量 

道德型领导：采用 Brown[1]等开发的道德型

领导量表，共 10 个条目，例如“我的领导值得员

工信赖”和“我的领导给员工树立了如何按照道

德规范正确做事的榜样”等，量表测量采用李克

特五点计分法，1~5 表示从“非常不符合”到“非

常符合”。本次测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5。 

道德基础：采用了 Graham[16]等开发的量表，

并基于中国语境的理解对其进行了翻译，共 18

个条目。量表测量采取李克特 6 点计分法，1~6

表示从“非常认同”到“非常不认同”，道德基

础差异性采用将领导与员工的道德基础 6 个维度

得分分别相减再取绝对值加总的方法计算。本次

测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0。 

社会阻抑氛围：借鉴 Mostafa[23]等做法，采

用张玉洁[60]改编自 Duffy[37]等开发的工作场所的

社会阻抑行为量表中的同事损害子量表，共有 9

个条目，例如“多久你身边的同事会故意拖延工

作使你看起来很糟糕或者降低你的效率”和“多

久你身边的同事会故意没有给你像他/她承诺的

那么多的帮助”等，量表测量采用李克特 7 点计

分法，1~7 表示从“从不”到“每天”。本次测

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2。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采用 Liden[61]等开发的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量表，包含 12 个条目。量表

测量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法，1~5 表示从“非常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本次测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5。 

组织公民行为：借鉴 Farh[62]等开发的组织公

民行为量表，并基于中国语境的理解对其进行了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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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共 18 个条目。量表测量采用李克特 7 点

计分法，1~7 表示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

合”。本次测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65。 

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年

限等。以往研究表明，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会

影响员工对道德型领导的感知[33]，因此本研究将

这些变量进行了控制。 

 
四、实证分析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分别从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两方面

进行数据控制，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干扰。一

方面，本研究采取配对方式进行匿名问卷调查，

分别对领导与员工发放两套问卷，尽可能地   

避免数据的同源误差，同时在问卷中设置部分矛

盾条目以筛选问卷，减少被试问卷填写的潜在一

致性。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两种检验方法对数

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首先，Harman 单

因子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

果提取出的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13 个，最大

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6.079%，远小于临界值 40%，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其次，

根据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尽管加入共 

同方法因子的模型 (x2/df=1.567，CFI=0.926，

TLI=0.917，RMSEA=0.047)优于基准模型，但改善

不大(∆CFI=0.014，∆TLI=0.011，∆RMSEA=0.003)，

均小于 0.02，进一步表明测量中不存在明显的共

同方法偏差。 

(二) 变量的结构效度检验 

根据 Podsakoff[63]等人的建议，采用验证性 

因子分析方法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见表 1)。可以

看出，五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在几种测量模

型中最优(x2/df=1.641，RMSEA=0.050，IFI=0.913，

TLI=0.906，CFI=0.912)，达到标准值，因此，基

准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可开展后续的检验

分析。 

(三) 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相关系数 

由表 2 可知，道德型领导与领导−成员交换

关系(r=0.454，p＜0.01)、组织公民行为(r=0.463，

p＜0.01)显著正相关；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与组织

公民行为(r=0.744，p＜0.01)呈现出显著正相关；

社会阻抑氛围与道德型领导(r=−0.231，p＜0.01)、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r=−0.221，p＜0.01)显著负相

关；社会阻抑氛围与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

(r=0.164，p＜0.01)呈现出显著正相关。此外，在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中需要着重控制年龄、性别、

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职级、单位性

质的影响。 

(四) 假设检验 

根据 Baron 和 Kenny[64]中介检验程序，运用

层级回归的方式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道德型

领导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

验。分层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道德型领导显著

正向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M6，β=0.472，

p<0.001)；道德型领导显著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

换关系(M2，β=0.450，p<0.001)；员工组织公民

行为同时对道德型领导和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进

行回归，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达到显著性水平(M7，β=0.665，p<0.001)，道德

型领导的回归系数(M7，β=0.173，p<0.001)与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比较(N=262) 

因子模型 x2 df x2/df RMSEA SRMR IFI TLI CFI 

五因子(EL/LMX/OCB/SUC/MFD) 1 261.723 769 1.641 0.050 0.055 0.913 0.906 0.912

四因子(EL+SUC/LMX/OCB/MFD) 2 215.011 773 2.865 0.085 0.134 0.744 0.726 0.742

四因子(EL/LMX+SUC/OCB/MFD) 2 837.621 773 3.671 0.101 0.126 0.633 0.608 0.630

三因子(EL+LMX+SUC/OCB/MFD) 3 431.955 776 4.423 0.115 0.140 0.528 0.497 0.524

三因子(EL+SUC+MFD/LMX/OCB) 2 616.830 776 3.372 0.095 0.161 0.673 0.651 0.670

两因子(EL+LMX+OCB+SUC/MFD) 3 505.570 778 4.506 0.116 0.142 0.515 0.485 0.511

单因子(EL+LMX+OCB+SUC+MFD) 3 673.776 779 4.716 0.119 0.145 0.485 0.454 0.481

注：EL=道德型领导；LMX=领导−成员交换关系；OCB=组织公民行为；SUC=社会阻抑氛围；MFD=道德基础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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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表(N=262) 

 Age Gen Mar Edu Ten CoP CT EL LMX OCB SUC MFD

Age −            

Gen −0.142* −           

Mar 0.242** 
−0.458 

** 
−          

Edu 0.023 
0.191 

** 
0.086 −         

Ten −0.105 
0.627 

** 

−0.550 

** 
0.124* −        

CoP 0.027 0.240** 0.067 
0.278 

** 
0.147* −       

CT 0.01 
0.381 

** 

−0.247 

** 
0.149* 

0.526 

** 
0.075 −      

EL −0.097 −0.095 0.133* −0.097 −0.067
−0.178

** 

−0.152

* 
−     

LMX −0.126* −0.092 0.135* −0.107 
−0.176

** 
−0.03 −0.104

0.454

** 
−    

OCB −0.053 −0.142* 0.128* −0.119 
−0.171

** 
−0.013 −0.121

0.463

** 

0.744 

** 
−   

SUC −0.148* 
0.212 

** 
−0.058 0.056 

0.204 

** 

0.239

** 
0.145*

−0.231

** 

−0.221*

* 

−0.368 

** 
−  

MFD 0.141* 0.170** −0.099 0.037 
0.248 

** 
0.08 0.093

−0.175*

* 

−0.543*

* 

−0.524 

** 

0.164

** 
− 

M 1.480 2.770 1.310 2.970 3.450 1.400 3.330 3.678 4.741 4.807 2.473 6.924

SD 0.523 1.260 0.509 0.414 0.968 0.785 1.054 0.841 1.185 0.912 1.392 3.903

注：Age=年龄；Gen=性别；Mar=婚姻状况；Edu=教育程度；Ten=任职年限；Cop=职级；CT=单位性质；EL=道德领导；LMX=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OCB=组织公民行为；SUC=组织内部社会阻抑氛围；MFD=道德基础差异性；*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示 p＜0.001，下同。 

 

M6(β=0.472，p<0.001)相比下降，说明领导−成员

交换关系在道德型领导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关

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根据 Edwards 和

Lambert[65]的建议，采用 bootstrapping 方法(5 000

次)来检验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基于 Hayes[66]

的程序分析结果发现：在控制所有控制变量   

之后，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影

响被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所中介(indirect effect=0.324，

SE=0.049，95%CI=[0.255，0.460])。因此，假设 1

成立。 

从表 3 的 M1−3 可以看出，依次做领导−成员

交换关系对控制变量、道德型领导、社会阻抑氛

围以及道德型领导*社会阻抑氛围的回归[67]，道

德型领导的系数显著，且道德型领导*社会阻抑

氛围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显著(M3，β=−0.155，

p<0.01)，表明社会阻抑氛围在道德型领导对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

用。根据回归结果，绘制社会阻抑氛围调节道德

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影响的简单斜率图

(见图 2)。结果显示，在低水平社会阻抑氛围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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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显著

(t=7.407，p<0.001)，在高水平社会阻抑氛围下此

影响不显著(t=2.715，p<0.01)，说明社会阻抑氛

围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

影响。因此，假设 2 成立。 

本研究采用 PROCESS(模型 7)检验社会损 

害氛围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中介效应的调节 

作用，结果见表 4。道德型领导通过领导−成员  

交换关系促进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效应

在低社会阻抑氛围时正向显著 (β=0.394 ，

CI95%=[0.274，0.517])，在高社会阻抑氛围时不

显著(β=0.170，CI95%=[−0.036，0.341])，因此假

设 3 得到支持，即社会阻抑氛围负向调节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在道德型领导与员工组织公民行。 

从表 3 的 M1、M2、M4 可以看出，依次做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控制变量、道德型领导、 

 

表 3  回归分析(N=262) 

变量 
LMX OCB MFD LMX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Age −0.162* −0.105 −0.133* −0.032 −0.086 −0.026 0.044 0.194** −0.044 

Gen 0.053 0.048 0.095 0.086 −0.039 −0.045 −0.077 0.035 0.1 

Mar 0.13 0.023 0.069 0.069 0.083 −0.029 −0.045 0.002 0.082 

Edu −0.109 −0.081 −0.087 −0.079 −0.113 −0.084 −0.03 −0.003 −0.081 

Ten −0.142 −0.215* −0.192* −0.036 −0.09 −0.166* −0.023 0.26** −0.035 

Cop 0.004 0.089 0.073 0.089 0.039 0.128* 0.069 0 0.084 

CT −0.001 0.071 0.069 −0.021 −0.023 0.052 0.004 −0.079 −0.017 

EL  0.45*** 0.391*** 0.399***  0.472*** 0.173***  0.381***

SUC   −0.146*     0.144* −0.049 

EL*SUC   −0.155**      −0.048 

MFD    −0.473***     −0.459***

EL*MFD    −0.237***     −0.223***

LMX       0.665***   

R2 0.07 0.252 0.293 0.499 0.052 0.253 0.584 0.114 0.503 

∆R2 0.07 0.182 0.041 0.206 0.052 0.201 0.331 0.114 0.503 

F 2.712* 10.673*** 10.382*** 25.037*** 1.981 10.73*** 39.362*** 4.057*** 21.013***

注：Age=年龄；Gen=性别；Mar=婚姻状况；Edu=教育程度；Ten=任职年限；Cop=职级；CT=单位性质；EL=道德领导；LMX=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OCB=组织公民行为；SUC=组织内部社会阻抑氛围；MFD=道德基础差异性。 

 

表 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社会阻抑氛围为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 间接效应 标准误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低社会阻抑氛围组 

(Mean−1SD) 
0.394 0.063 0.274 0.517 

中等社会阻抑氛围组(Mean) 0.282 0.054 0.170 0.384 

高社会阻抑氛围组 

(Mean+1SD) 
0.170 0.095 −0.036 0.341 

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0.080 0.042 −0.172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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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会阻抑氛围对道德型领导和领导−成员 

交换的调节作用 

 

道德基础差异性以及道德型领导*道德基础差异

性的回归[67]，道德型领导的系数显著，且道德型

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显著

(M4，β=−0.237，p<0.001)，表明道德基础差异性

在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中具

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根据回归结果，绘制道德

基础差异性调节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

系影响的简单斜率图(见图 3)。结果显示，在道德

基础差异性小的情况下，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

交换关系的影响显著(t=9.296，p<0.001)，在道德

基础差异性大的情况下，此影响不再显著

(t=3.261，p<0.01)，说明道德基础差异性负向调

节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作

用。因此，假设 4 成立。 

本研究采用 PROCESS(模型 7)检验员工−领

导道德基础差异性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中介效

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 5。道德型领导通过领

导−成员交换关系促进对员工亲社会行为的间接

效应在低道德基础差异性时正向显著(β=0.437， 

 CI95%=[0.320，0.563])，在高道德基础差异性时

正向显著(β=0.139，CI95%=[0.027，0.244])，高

低组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假设 5 得到支持，即

道德基础差异性负向调节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

道德型领导与员工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道德基础差异性越高，其中介作用越弱。 
 

 
图 3  道德基础差异性对道德型领导和领导−成员 

交换的调节作用 
 

社会阻抑氛围通过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

性调节道德型领导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之间的

关系。因此，针对中介的调节效应，本研究构建了

M8 和 M9(见表 3)，使用系数乘积法[68]进行假设检

验。根据系数乘积法，如果社会阻抑氛围对员工−

领 导 道德基 础 差异性 的 影响系 数 ( M 8 ，    

β=0.144，p<0.05)与“道德型领导*员工−领导道   

德基础差异性”(即道德型领导和员工−领导道德

基础差异性的交互项)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

响系数(M9，β=−0.223，p<0.001)的乘积显著，则存

在有中介的调节效应。Sobel 检验表明，间接效应

为−0.032(即 0.144*−0.223)，效应显著(Z=−2.051，

p<0.05)；运用 Bootstrap 法进一步对全样本进行 5 

000 次抽样发现，95%的置信区间为[−0.058， 

 

表 5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道德领导差异性为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 
间接效应 标准误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低道德基础差异组(Mean−1SD) 0.437 0.062 0.320 0.560 

中等道德基础差异组(Mean) 0.288 0.044 0.200 0.374 

高道德基础差异组(Mean+1SD) 0.139 0.053 0.029 0.240 

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0.038 0.010 −0.059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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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不包含 0，表明间接调节效应显著，假

设 6 得到证实。 

 

五、结语 
 

(一)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道德基础理论构建了道德型领

导下行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阻抑机制模型，

揭示了社会阻抑氛围、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

性对道德型领导下行影响的阻抑机理。主要有三

个结论：道德型领导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

部分中介作用正面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员工

−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对领

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社会阻抑氛围负向调

节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并

通过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的中介作用负向

调节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 

(二) 理论贡献 

第一，本研究再次验证了道德型领导下行效

应的社会交换路径的有效性[69]，进一步强化了社

会交换理论在道德型领导与员工道德行为领域

的解释力。以往的研究更多将侧重点放在领导与

员工的互惠行为上，对于双方的互惠交换过程是

否会同时受心理认知和组织情境双重因素制约

的问题，学界关注的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将

这两种因素同时纳入研究框架并对其进行整合，

提出并验证了社会阻抑氛围和道德基础差异性

的联合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水平的社会阻抑

氛围会分化员工与道德型领导者的道德立场，加

大双方的道德基础差异性，致使道德型领导与员

工在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方面的交流受阻，难以

建立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这一结果能

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道德型领导与员工

的社会交换过程，强化社会交换理论对道德型领

导与员工道德行为的解释效力。同时，本研究从

员工视角出发探究领导与员工社会交换过程中

的约束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赋予领导者行为某种

道德性，以此作为是否进行互惠交换的判断依

据，这为社会交换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富有启

发的视角。 

第二，社会阻抑氛围通过负向调节道德型领

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进而抑制道德型

领导作用的有效性发挥，这一研究结论验证了消

极偏好[43](negativity bias)这一心理效应在组织行

为学领域的有效性，扩大了其解释范围。研究结

果表明，在高水平社会阻抑氛围的影响下，道德

型领导难以通过与员工建立高质量的社会交换

关系，来达到提升员工道德行为的目的。这一结

果可以用消极偏好这一心理效应加以解释，即个

体对消极事物(如同事间的社会阻抑)的重视程度

高于积极事物(如道德型领导的支持)，其强调消

极事件“产生的后果远超过同等规模的积极事件

所产生的后果”[70]。具体而言，当组织内同时存

在道德型领导与社会阻抑氛围时，员工可能会更

加关注消极事件即社会阻抑氛围的影响，并忽视

道德型领导积极的道德情感要求，道德型领导难

以与员工建立牢固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另外，

由于组织内社会阻抑这一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

发生在道德型领导的监督下，员工极可能会质疑

领导者争取下属福利和维护社会规则的能力，此

时员工极有可能会加入社会阻抑的队伍而非选

择与道德型领导站在同一道德立场。因此，在充

斥着社会阻抑的工作环境中，道德型领导与员工

的社会交换关系质量会大大降低。 

第三，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负向调节

道德型领导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之间的关系，

这进一步丰富了道德型领导下行效应调节机制

方面的研究成果。具体而言，与领导者拥有相似

道德基础立场的员工更容易理解与认可道德型

领导的道德观念与行为，并在内化领导者价值观

的基础上积极与领导者建立相互信任与尊重的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可见缩小员工−领导道德基

础差异性有助于增强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

换关系的影响。相反，如果扩大员工与领导者在

道德基础上的认知差异，员工就会难以将道德型

领导者的言行道德化；道德型领导的道德示范与

情感关怀也难以激发员工的回报义务感。当两者

间的互惠法则失效时，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

交换关系的影响就会收效甚微。这一结论表明，

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是影响领导者道德影

响力有效传递的重要边界条件，不同的核心道德

认知可能会导致员工难以形成并分享与道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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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相似的道德价值观，最终造成员工因反感和

抗拒领导者而拒绝实施组织公民行为。员工−领

导道德基础差异性这一概念从道德基础理论视

角出发，在道德观念理解层面揭示了道德型领导

下行效应的阻抑机理，进一步完善了道德型领导

下行效应阻抑机制。 

第四，社会阻抑氛围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对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并通过员工−领导道

德基础差异性的中介作用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

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该结论的理论意

义不仅仅揭示了道德型领导作用效果的权变性，

也为领导与员工在道德认知上的分歧诱因提供

了解释。研究结果表明，组织社会阻抑氛围越强

烈，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越明显，道德型

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则越小。这证

实了组织社会阻抑氛围是分化领导与员工道德

立场的重要诱因。在浓厚的社会阻抑氛围下，员

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其道德价值观只剩下公

平，关怀、忠诚、圣洁、权威甚至自由等价值都

变得不再重要，人们只关心自己与他人对比的结

果。因此，在社会阻抑的群体中，领导和员工的

道德基础差异性将会增加。员工从价值观上不再

认同和接纳领导者的道德示范，甚至会因为社会

阻抑的潜在威胁和认知失调的自觉规避而不再

信任领导者，领导和成员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也

因此受损，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

影响减弱。 

除了上述理论意义之外，本研究具有一定的

实践意义。首先，道德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道德

行为的结果表明，组织可以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

践激发和培养道德型领导者。例如，在领导者考

核的诚信测试中增加道德问题以评估领导候选

人的道德品质；对领导者加强培训使其更加了解

工作中的道德要求，以及如何处理工作场所的道

德问题[71]。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中介效应也说

明，道德型领导下行效应的有效传递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领导与员工的社会交换关系，领导者可

以通过沟通、交流等人际互动行为，给予员工更

多的个性化关怀与成长机会，促使员工可以真切

感受到道德型领导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人性化管

理，乐于与道德型领导者建立高质量的交换关

系，接受组织公民行为等义务外的职责。其次，

领导者应及时注意员工的道德基础变化动向，通

过问卷调查、随机访谈等方式定期了解员工的核

心道德基础，深刻认识员工与自身的道德基础差

异性并及时调整对员工的管理方式，充分利用并

发挥其核心道德的基础作用，在强调德行垂范时

充分考虑不同员工的道德诉求，使之与组织道德

诉求有机结合，增强对不同员工的道德感召力。

最后，组织应重视组织氛围的建设，除了通过团

建、激励等方式推动组织友善互助的氛围形成以

外，还要加强建设组织道德规范以支持道德领导

推行和约束社会阻抑行为，建立正式健全的道德

体系，如员工道德守则、处理道德投诉的书面程

序、制裁不道德行为的流程、对工作环境的正式

监督[72]等。此外，还要及时有效地处理组织成员

社会阻抑的个别现象，避免其恶化衍生为群体性

社会阻抑，最终导致组织社会阻抑氛围的形成，

从而扩大领导与员工的道德基础差异性影响道

德型领导的有效影响。 

(三)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本研

究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领导与员工的道德立场

差异，采用了领导与员工配对的方式对员工的领

导−道德基础差异性进行测量，采用横截面数据

分析与验证变量关系和理论模型，若能以多时点

的方式进行研究则更能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第二，本研究主要针对基层领导与员工发放调研

问卷，未曾考虑不同层级领导对员工的道德影

响，道德型领导的下行机制是否存在跨层影响以

及存在怎样的跨层级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探究。第

三，本研究对于领导和员工的道德基础的考察缺

乏针对性探讨，尚未对基于不同群体的核心道德

基础进行细化分析，不同群体的核心道德基础是

否存在差异仍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基于上述不

足，未来研究可以探讨更多因素对道德型领导下

行的阻抑效应，更加系统完整地考察道德型领导

下行影响的阻抑机制。第一，社会阻抑氛围与员

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阻抑道德型领导下行影

响的不同路径研究。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路径探

讨了两组调节变量的作用，但对于已被验证的道

德型领导下行效应的其他路径，如社会学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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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社会认同路径，是否会同样受到这两种边界

条件的影响呢？不同路径下的阻抑机制存在何

种差异？这值得未来研究给予充分关注。第二，

关于道德型领导下行的跨层级影响研究。本研究

证实了基层道德型领导对员工道德行为的影响

机制，但高层领导者对基层员工是否存在同样的

道德影响力？高层领导者与中层领导者间存在

着怎样的道德传递效力？两类影响有何区别？

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第三，对不同性质

组织中领导与员工的核心道德基础探讨。不同性

质组织(政府组织、医院、大学等)中的成员对不

同道德基础的认可程度是否会存在差异？这种

差异会如何影响各类组织的道德建设？这些问

题尚未有清晰的解答，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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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mechanism that social undermining climate inhibits ethical 
leadership from influencing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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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The declining effect of ethical leadership is deeply restricted by organizational situation and 

personal cogni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and its mechanism 

by which social undermining climate inhibits ethical leadership from influencing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rough the moral foundation difference. The empirical study on 262 pairs of leaders 

and employees in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shows that leader-member exchange relationship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mployee−leader moral foundation difference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leadership and leader−member social ex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leader−member social exchange is negatively moderated by organizational social undermining climate, and 

the downward influence of ethical leadership is inhibited b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ployee−leader moral 

foundation difference. The research confirms that organizational social undermining climate will widen the 

moral found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leaders and employees, and thus inhibi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ethical 

leadership on employe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enrich the 

study results of the moderating mechanism of ethical leadership's downward effect, but also help to reveal 

how leaders show ethical concern to their employe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moral foundation 

difference may also provide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inhibiting mechanism of ethical leadership's 

downward effect in previous studies. 

Key Words: ethical leadership；leader-member exchange；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ocial 

undermining climate; moral foundation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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